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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潜在转变分析考察“双减”背景下小学生学习投入的转变类别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 347 名小学生为

被试, 对其“双减”实施前后的学习投入水平、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进行了纵向追踪。结果表明: 

(1)小学生学习投入存在“低学习投入组”、“中等学习投入组”、“高专注低活力组”和“高学习投入组”四种不同类别; 

(2)“双减”政策实施后, “中等学习投入组”和“高学习投入组”稳定性较强, “低学习投入组”更易向“中等学习投入组”

转变, 在政策实施半年后, “高专注低活力组”学生更易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 政策实施一年后, 该组学生保持

在“高专注低活力组”的概率较高; (3)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及同伴关系对“双减”政策前后小学生学习投入类

别转变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因素, 还为“双减”政策

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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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 要求

学生培养从“刚性约束”向“韧性培养”转变。在这样

的背景下, 教育的关注点逐渐由学生成绩的提高转

变为学习过程的培养(宁本涛, 杨柳, 2022)。学习投

入(Learning Engagement)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过程的

重要指标, 是指个体在学习时积极、充实的精神状

态(Schaufeli et al., 2002)。个体早期的学习投入不仅

与其学习表现(Estévez et al., 2021)、主观幸福感

(Zhu et al., 2019)和内外化问题(Olivier et al., 2020; 

Plamondon & Martinussen, 2019)密切相关, 还会显

著预测之后的个人成就(Chen et al., 2020)。因此, 

关注小学生的学习投入状况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

义。更重要的是, “双减”政策在减轻中小学课业负

担的同时对“学校回归教育的主阵地”、“促进家校

协同育人”提出了新要求, “双减”政策这一宏系统

以及家庭、学校等微系统的改变均会对学生发展

( 如 , 学 习 投 入 ) 产 生 重 要 作 用 (Bronfenbrenner, 

1979)。因此, 关注“双减”背景下小学生学习投入的

变化尤其是群体异质性、转变概率及家庭和学校的

作用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分析学习投入的发展变

化过程及预测因素, 还可以为检验“双减”政策在学

生培养方面的效果提供实证依据。 

1.1  学习投入的异质性及发展轨迹 

学习投入是个多维概念, 包含活力、动机及专

注三个维度(Schaufeli et al., 2002)。其中, 活力是指

积极的学习行为, 即个体愿意并主动将较多精力投

入学习中, 且在学习中有较强的心理韧性; 动机是

指积极的认知态度, 即对学习充满热情, 在学习时

有意义感、自豪感、认同感和挑战感; 专注是指个

体在学习时全神贯注, 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内容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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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干扰, 以至于丧失时间感(Schaufeli et al., 2002)。

投入理论(Engagement Theory)假设, 学习投入的多

维结构与个体对能量资源的投资分布密切相关, 即

学生可能在不同学习维度上投入不同的精力资源, 

不 同 维 度 的 发 展 程 度 会 有 所 差 异 (Miller et al., 

2021)。基于投入理论, 学生学习投入的异质性已被

大量研究证实(Estévez et al., 2021; Miller et al., 

2021)。更重要的是, 学习投入的综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of Engagement)认为, 学生的学习投入是个

体自身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个体自身

因素与环境因素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Wang et al., 

2019), 因此 , 学生学习投入的发展轨迹不仅是异

质的而且是动态发展变化的。 

近年来, 西方研究者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证

实了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存在群体异质性并初步探

明了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发展轨迹。例如, Bae 等人

(2020)首次将美国小学生群体的学习投入分为“低

水平投入”、“中等水平投入”、“情感脱离型投入”

和“行为脱离型投入”四种亚型; 随后 Estévez 等人

(2021)将西班牙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分为“低水平投

入”、“中等水平投入”、“高水平投入”和“情绪认知

脱离型投入”四种亚型。Archambault 和 Dupéré(2017)

对加拿大三到六年级小学生进行了三次纵向追踪, 

发现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发展轨迹可分为“持续高水

平型”、“持续中等型”、“短暂下降型”、“短暂上升

型”和“持续下降型”五个类型。目前针对我国小学

生学习投入异质性及发展轨迹的研究证据较少, 仅

有研究者在“双减”政策实施前发现我国小学生学

习投入发展轨迹分为“稳定高水平型”、“攀升型”、

“下降型”和“波动型”四个类型(Zhen et al., 2020), 

投入理论和学习投入的综合模型是否适用于我国

小学生群体的证据尚不完善。此外, 根据生态系统

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 个体成长发展会受到

宏系统的影响, 宏系统是指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

境和意识形态背景, 如社会价值观、传统文化和政

策制度。作为宏系统, “双减”政策会通过构建包容

性教育氛围满足学生在发展过程中的多样化需求, 

对学生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基于此, “双减”政策实

施前后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动态发展变化及不同异

质类型是否会发展转变需要进一步探讨。 

1.2  预测学习投入的环境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宏系统会通过微系统影响

个体发展产生作用, 微系统是直接参与个体发展的

环境, 个体能够与微系统进行直接互动, 最典型的

微系统是家庭和学校(Bronfenbrenner, 1979)。因此, 

小学生的学业行为(如, 学习投入)会受到宏系统(如, 

“双减”政策)与微系统(如, 家庭、学校)的共同影响。

作为重要的家庭变量,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Positive 

Parenting Style)指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温暖、鼓励、

亲近和关爱等行为(Deng et al., 2020)。父母教养方

式的综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of Parenting Style)

指出, 父母教养方式会随着父母目标和价值观的变

化而变化(Darling & Steinberg, 1993), 即父母教养

方式并非一成不变, 这一结论在近期研究中被广泛

证实(Teuber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17)。“双减”

背景下, 家长及时转变教养方式, 尽快完成“双减”

政策的适应是“双减”政策改革成败的关键(钟秉林, 

2021)。尤其是紧随“双减”政策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强化家长在家庭教育中

的主体责任意识, 提升父母教养水平, 发挥父母在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边玉芳, 张馨宇, 

2022), 这为改变父母教养和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性

指引, 可能会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投入潜

在类别转变的作用。以往变量中心的研究表明, 父

母积极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习投入及其各维度呈正

相 关 具 有 跨文 化 稳 定 性 (Lan, 2022; Zhou et al., 

2019); 个体中心的研究也发现 , 父母积极教养方

式对不同学生学习投入类型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曹梅 等, 2022)。但在“双减”背景下, 小学生学

习投入类型的动态变化如何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

影响尚不明晰。因此, 有必要探究在“双减”实施过

程中,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学生不同学习投入亚型

转变的作用。 

除了家庭变量, 学校会通过提供满足学生基本

心理需求的人际关系对学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Moreira & 

Lee, 2020)。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指学生和教师在长期互动后形成的有意义的情感

连 接 (Longobardi et al., 2016) 。 同 伴 关 系 (Peer 

Relationship)指同龄人间或具有相近心理发展水平

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周宗奎 等, 

2015)。目前, 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师生关系与小学

生学习投入的显著关联(Roorda et al., 2017; Zhen  

et al., 2021)。例如, Roorda 等人(2017)的元分析发现

师生关系对小学生的学习投入有直接影响。此外, 

同伴关系对学习投入的积极预测作用也逐渐被证

实(Fredricks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18)。例如, 

Yang 等人(2018)发现同伴关系对学生的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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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持久性的正向预测作用, 且相较其他教育阶

段, 小学阶段的同伴关系与学生学习投入的关联更

为紧密。然而, 上述研究多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研

究方式, 从整体上探讨环境因素(如, 师生关系, 同

伴关系等)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这一研究取向是假

设变量之间的关系会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所有学

生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忽 视 了 学 习 投 入 的 异 质 性

(Hickendorff et al., 2018), 无法准确探究不同环境

因素与不同学习投入类别间的联系。尤其是在“双

减”政策“扭转功利性育人取向、提升课堂育人质

量、提升课后服务多样化供给、充分发挥教师作用, 

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的要求下, 学校学习氛

围及培养策略的转变和学生在校时间的增加可能

会使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学校变量对不同学习投

入 类 型 转 变 的 影 响 发 生 变 化 ( 黄 一 帆 , 周 福 盛 , 

2022)。因此, 有必要探讨“双减”政策实施前后, 师

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学生学习投入亚型转变的作

用是否存在差异。 

此外, Skinner 等人(2022)对生态系统理论进行

了拓展, 认为多个微系统(尤其是家长、教师和同伴)

会 对 个 体 的 学 习 投 入 产 生 集 体 影 响 (Collective 

Effects), 累积协同(Cumulative Coaction)和差异协

同(Differentiated)是集体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累

积协同指多个微系统共同作用于个体发展, 且造成

了相同的发展结果; 差异协同指各个微系统对个体

发展的独特作用。并且, 微系统对个体产生集体影

响的方式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Skinner et al., 

2022)。加之, “双减”政策要求“明晰家校育人责任, 

密切家校沟通 , 创新协同方式”, 可能使各微系统

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方式发生变化, 厘清“双减”

背景下, 各微系统对小学生学习投入转变的作用方

式不仅有利于验证生态系统理论, 还可为如何精准

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1.3  本研究 

由于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阶

段, 是后续持续性发展的基础(Li et al., 2014), 因

此, 本研究以小学生为被试。近年来, 以个体为中

心的研究方法, 如潜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和潜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为研究个

体认知变量的异质性及其随时间的发展变化情况

提供了新思路。这两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通

过识别、分组相似特征的个体, 对各个类别间的特

征加以区分, 各类别内的差异性较小, 而类别间的

差 异 性 较 大 , 因 而 群 体 的 异 质 性 得 以 呈 现

(Hickendorff et al., 2018)。因此, 本研究基于投入理

论、学习投入的综合模型和生态系统理论, 采用个

体中心的研究取向, 从纵向角度考察小学生学习投

入的潜在类别以及不同类别在“双减”政策前后发

展转变的情况, 并进一步探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学习投入类别转变的预测

作用。本研究假设: (1)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存在异质

类别; (2)“双减”政策前后, 小学生的学习投入类别

会发生转变; (3)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和同

伴关系能显著预测小学生学习投入类别随时间的

转变。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整群抽样山东省烟台市三所公立小学三到五

年级小学生, 进行三个时间点为期 13 个月的追踪

研究。国家于 2021 年 7 月实施“双减”政策后, 这三

所小学于 2021 年秋季学期初就通过“加强家校联

系” “实施个性化作业改革” “推动互联网+教学改

革” “完善课后服务”等举措, 在课程、作业、课后

服务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方面迅速落实“双减”政

策(来源于 http://edu.shandong.gov.cn)。 

本研究首次施测时间为 2021 年 6 月(“双减”政

策实施前, T1), 有效被试为 378 人(男生 164 人, 平

均年龄 9.97 ± 0.91 岁); 第二次施测时间为 2022 年

1 月(“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 T2), 有效被试为 357

人(男生 155 人, 平均年龄 10.50 ± 0.94 岁); 第三次

施测时间为 2022 年 7 月(“双减”政策实施一年后, 

T3), 有效被试为 347 人(男生 147 人, 平均年龄

10.97 ± 0.91 岁), 其中三年级 129 人(37.17%), 四年

级 123 人(35.45%), 五年级 95 人(27.38%)。 

由于学生转学或施测中途退出等原因, 第二次

和第三次施测分别流失被试 21 人和 10 人 , 从

T1−T3, 纵向流失率为 8.20%。被试流失分析显示, 

流失的被试与三次均参与施测的被试相比, 在 T1

时的学习投入(t(76) = 0.34, p = 0.73)、父母积极教

养方式(t(376) = 0.60, p = 0.55)、师生关系(t(376) = 

−1.00, p = 0.32)、同伴关系(t(376) = 1.31, p = 0.19)、

性别分布(χ2(1) = 1.80, p = 0.18)和年级分布(χ2(4) = 

4.92, p = 0.30)上无显著差异。本研究经过一作所在

单位的伦理委员会审核及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习投入 

采用学习投入量表(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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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et al., 2014)。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 包含 3 个

维度, 分别是“活力”维度(例如“学习时, 我感到精

力充沛”)、“动机”维度(例如“我的学习目的明确, 而

且觉得学习很有意义”)和“专注”维度(例如“在学习

的时候我感到时间过得很快”)。由学生填写问卷, 

采用“1 完全不符合 ~ 5 完全符合”的 5 点计分, 得

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学习投入水平越高。本研究在

T1、T2、T3 时间点学习投入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均为 0.9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T1 ~ T3 的学

习投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拟合指数分别为: χ2 = 

55.18, df = 31,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5, SRMR = 0.02; χ2 = 59.29, df = 32,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5, SRMR = 0.03; χ2 = 

60.45, df = 31, CFI = 0.98, TLI = 0.98, RMSEA = 

0.05, SRMR = 0.03。 

2.2.2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s−EMBU) (Arrindell 

et al., 1999; 蒋奖 等, 2010) 的“情感温暖”维度作

为本研究中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测查工具(陈浩彬, 

刘洁, 2018)。该维度共 7 个条目(例如“当遇到不顺

心的事时 , 我能感到父/母亲在尽量鼓励我 , 使我

得到安慰”), 由学生进行“1 从不 ~ 4 总是”的 4 点计

分作答 , 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水平越

高。本研究在 T1 和 T2 两个时间点情感温暖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1 和 0.83。验证性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 T1 ~ T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情感

温暖维度结构效度良好 , 拟合指数分别为 : χ2 = 

17.66, df = 14, CFI = 0.99, TLI = 0.99, RMSEA = 

0.03, SRMR = 0.02; χ2 = 22.99, df = 14,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4, SRMR = 0.03。 

2.2.3  师生关系 

采用师生关系量表(Student Teacher Relationship 

Scale, STRS)。该量表由 Pianta (2001)编制、邹泓等

(2007)修订, 共 23 个项目(例如“我与老师之间的关

系是亲密而温暖的”)。由学生填写问卷, 采用“1 完

全不符合 ~ 5 完全符合”的 5 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

明师生关系越好。本研究 T1 和 T2 两个时间点师生

关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 和 0.90。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T1 ~ T2 师生关系量表

的结构效度良好, 拟合指数分别为: χ2 = 488.79, df = 

223, CFI = 0.91, TLI = 0.90, RMSEA = 0.06, SRMR = 

0.05; χ2 = 532.43, df = 223, CFI = 0.91, TLI = 0.90, 

RMSEA = 0.06, SRMR = 0.06。 

2.2.4  同伴关系 

采用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问卷(Peer Relationship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该问卷由郭伯

良编制 , 用于了解儿童与同伴相处时的自我感觉

(王海花, 2013)。问卷共 22 个项目(例如“我与同学

一起时很开心”), 由学生填写问卷, 采用“1 不是这

样 ~ 4 总是这样”的 4 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

的同伴关系越好。本研究 T1 和 T2 两个时间点儿童

青少年同伴关系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4 和 0.88。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T1 ~ T2 同

伴关系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拟合指数分别为: χ2 

= 395.62, df = 196, CFI = 0.91, TLI = 0.90, RMSEA 

= 0.05, SRMR = 0.06; χ2 = 438.92, df = 201, C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6, SRMR = 0.07。 

2.3  施测程序 

学生、家长及老师均签署本研究的知情同意

书 , 在获得其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 , 分阶段完成

问卷填写。T1 时间点测查了学生的性别等人口学

数据以及学习投入、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

系和同伴关系, T2 时间点测查内容与 T1 时间点相

同, T3 时间点仅测查了学生的学习投入。在施测

前 , 根据班主任提供的信息排除存在阅读困难及

智力发育迟滞的学生 ; 在施测时 , 每个班级由 2

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宣读统一的指导语 , 指导学

生独立完成问卷内容 , 同时监控其对问卷内容的

理解情况 , 并对其问题进行一对一回答 , 完成后

问卷被当场收回。施测结束后, 每位学生均可获得

小礼物。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初步分

析, 使用多重插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插补缺失

值, 用 Mplus 8.0 对学习投入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和

潜在转变分析。第一步, 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 采

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三次测查的学习投入与其

他变量的相关; 第二步, 以学习投入三个维度的得

分为外显变量 , 建立潜在剖面模型 , 根据 AIC、

BIC、aBIC 和熵等指标确定最佳类别模型; 第三步, 

构建潜在转变模型分析学生学习投入类别的变化

情况, 通过转变概率展现“双减”政策前后三个时间

点学习投入的变化情况; 第四步, 以父母积极教养

方式、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作为预测变量, 学习投

入转变类别为结果变量, 采用 Logistics 回归, 考察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及师生关系对学习投

入潜在转变类别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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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本研究是否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结果显示 T1 共有 18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

公因子被析出 , 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2.68%; T2 共有 1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被析

出, 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5.41%, T3 共

有 1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被析出, 第一个公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5.10%, 均小于 40%的标准, 表

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效应不明显(周浩, 龙立荣, 

2004)。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相关结果表明, 

性别与 T1 学习投入、T1 师生关系和 T2 同伴关系

存在显著正相关, T1 和 T2 时间点的年龄与同一时

间点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在 T1 和

T2 同一时间点上,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均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 且 T1 父母

积极教养方式、T1 师生关系、T1 同伴关系与 T2

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 T2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T2 师生关系、T2 同伴关系与 T3 学习投入呈显著

正相关。 

3.3  潜类别数目的确定 

分别以 T1、T2、T3 学生学习投入三个维度的

标准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同时将性别纳入协变量, 

三个时间点不同潜剖面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如表 2

所示。研究采用 AIC、BIC、aBIC、熵值(Entropy)、

LMRT 和 BLRT 作为模型拟合指标。其中, AIC、BIC

和 aBIC 的 数 值 越 小 代 表 拟 合 越 佳 (Jung & 

Wickrama, 2008), 当熵大于 0.80 时, 意味着有 90%

以上的样本被正确分类(Côté et al., 2002), LMRT 和

BLRT 的 p 值显著表明 k 类别模型与 k−1 类别模型

相比存在显著差异(Jung & Wickrama, 2008)。在 T1

上, AIC、BIC、aBIC 随着类别数目的增加逐渐下降, 

当模型为三类别时 , 熵值为 0.77, 分类准确性较

差。当模型达到四类别时, AIC、BIC、aBIC 的下降

程度较高, 且熵值为 0.84, BLRT 的 p 值显著。当模

型达五类别时 , AIC、BIC、aBIC 虽然有所下降 , 

LMPT 和 BLRT 的 p 值显著, 但有 1 类别所占比例

为 1.73% (n = 6), 可能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也

不利于后续的统计分析, 综合来看, T1 时间点四类

别模型为最佳模型。T2、T3 的模型表现与 T1 基本

一致, 综合模型的一致性、简洁性与实用性, 本研

究选取四类别潜在模型剖面。 

结合以往研究的命名方式 (Bae et al., 2020; 

Miller et al., 2021), 按照不同学习投入亚组在活

力、动机和专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与各维度平均分

相比的标准差差异(如图 1), 本研究将不同学习投

入亚组命名为“低学习投入组”、“中等学习投入组”、

“高专注低活力组”和“高学习投入组”。“低学习投入

组”在学习投入各维度得分的标准分均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中等学习投入组”在学习投入各维度的

标准分均接近平均水平且不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高专注低活力组” 学生在三个时间点各维度的得

分均高于平均值 0.5 个标准差以下, 三个维度得分

在 T1 时间点方差分析显示: F(2, 519) = 2.30, p = 

0.10, ηp
2 = 0.01, 但专注维度得分(M = 0.35)高于活

力维度得分(M = 0.24); 在 T2 时间点方差分析显示: 

F(2, 270) = 10.35, p < 0.001, ηp
2 = 0.07, 事后检验表

明专注维度得分(M = 0.44)显著高于活力维度得分

(M = 0.11), p < 0.001; 在 T3 时间点方差分析显示: 

F(2, 246) = 9.78, p < 0.001, ηp
2 = 0.07, 事后检验表

明专注维度得分(M = 0.47)显著高于活力维度得分

(M = 0.17), p < 0.001), 说明该组学生专注维度上的

得分高于在活力维度上的得分, 故将其命名为“高

专注低活力组”。“高学习投入组”在学习投入各维

度得分的标准分均高于均值约 1 个标准差。T1、T2、

T3 时各组被试占总体的比例见表 2。 

使用 MANOVAs 检验不同学习投入亚组在不

同学习投入维度上得分的差异, 结果显示, 在三个

时间点上学习投入组别主效应均显著, Fs (3, 343) 

≥ 319.14, ps < 0.001, ηp
2 

 ≥ 0.74。表 3 显示不同

学习投入亚组在某一学习投入维度的得分差异 , 

同时使用 Bonferroni 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

显示, 在三个时间点中, “低学习投入组”在三个学

习投入维度中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等学习投入

组”在各维度中的得分(ps < 0.001), “中等学习投入

组” 在三个学习投入维度中的得分显著低于“高

专注低活力组”在各维度中的得分(ps < 0.001), “高

专注低活力组” 在三个学习投入维度中的得分显

著低于“高学习投入组”在各维度中的得分 (ps < 

0.001)。 

3.4  “双减”背景下小学生学习投入的潜在转变

分析 

T1 ~ T3 四种学习投入类别学生的转变情况如

表 4 和图 2 所示。表 4 中转变矩阵的对角线代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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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1、T2、T3 学习投入 LPA 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标 

时间点 类别数目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T(p) BLRT(p) 所占比例(%) 

T1 

2 2590.16 2628.66 2596.93 0.86 0.005 < 0.001 28.24/71.76 

3 2461.31 2515.20 2470.79 0.77 0.40 < 0.001 17.00/50.72/32.28 

4 2382.08 2451.37 2394.27 0.84 0.11 < 0.001 10.95/23.92/50.14/14.99 

5 2328.37 2413.06 2343.26 0.88 0.02 < 0.001 1.73/13.54/21.61/48.13/14.99 

6 2309.44 2409.53 2327.05 0.87 0.26 < 0.001 1.73/11.52/14.70/9.22/47.84/14.99

T2 

2 2506.44 2544.93 2513.21 0.86 < 0.001 < 0.001 46.97/53.03 

3 2379.70 2433.59 2389.18 0.90 0.001 < 0.001 7.20/44.67/48.13 

4 2307.34 2376.63 2319.53 0.85 0.02 < 0.001 6.63/38.90/26.23/28.24 

5 2271.64 2356.33 2286.54 0.81 0.14 < 0.001 6.63/27.67/14.12/26.51/25.07 

6 2269.82 2369.90 2287.42 0.85 0.60 0.67 2.59/10.66/24.21/18.73/8.07/35.74

T3 

2 2560.65 2599.14 2567.42 0.83 < 0.001 < 0.001 59.37/40.63 

3 2389.94 2443.83 2399.41 0.87 < 0.001 < 0.001 17.00/51.30/31.70 

4 2349.65 2418.94 2361.84 0.80 0.41 < 0.001 9.22/38.62/25.36/26.80 

5 2331.04 2415.72 2345.93 0.82 0.04 < 0.001 1.44/14.12/38.62/19.60/26.22 

6 2318.30 2418.38 2335.90 0.82 0.24 < 0.001 3.46/14.41/31.70/18.44/18.73/13.26

 

 
 

图 1  “双减”前后(T1 ~ T3)小学生学习投入潜剖面分析结果 

注: 横坐标为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 

 

表 3  四个学习投入亚组在学习投入各维度上的均值标准分差异 

维度 低学习投入组 中等学习投入组 高专注低活力组 高学习投入组 F ηp
2 

T1            

活力 −1.48 (0.18)a −0.65 (0.15)b 0.24 (0.07)c 1.27 (0.09)d 197.79*** 0.63 

动机 −1.69 (0.33)a −0.78 (0.14)b 0.32 (0.06)c 1.36 (0.06)d 570.96*** 0.83 

专注 −1.94 (0.27)a −0.48 (0.28)b 0.34 (0.05)c 1.01 (0.06)d 264.39*** 0.70 

T2           

活力 −1.65 (0.15)a −0.65 (0.06)b 0.13 (0.11)c 1.16 (0.13)d 307.57*** 0.73 

动机 −2.03 (0.15)a −0.72 (0.05)b 0.37 (0.16)c 1.12 (0.05)d 818.71*** 0.88 

专注 −1.72 (0.16)a −0.59 (0.12)b 0.42 (0.10)c 0.81 (0.05)d 159.71*** 0.58 

T3           

活力 −1.44 (0.42)a −0.51 (0.16)b 0.08 (0.16)c 1.17 (0.11)d 270.81*** 0.70 

动机 −1.59 (0.31)a −0.59 (0.17)b 0.17 (0.26)c 1.26 (0.08)d 619.30*** 0.84 

专注 −1.65 (0.23)a −0.51 (0.28)b 0.46 (0.25)c 0.91 (0.05)d 227.34*** 0.67 

注: 基于 Bonferroni 法, 对不同学习投入亚组的均值标准分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在同一行中, 具有不同字母下标的均值标准分在

0.001 水平上存在差异;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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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1 ~ T3 学习投入的潜在状态概率和潜在转变概率 

时间点 
低学习投

入组 

中等学习

投入组 

高专注低

活力组

高学习投

入组 

潜在状态概率     

T1 0.11 0.25 0.46 0.18 

T2 0.08 0.37 0.30 0.25 

T3 0.08 0.39 0.30 0.23 

T1 到 T2 的转变概率     

低学习投入组 0.16 0.55 0.16 0.13 

中等学习投入组 0.10 0.43 0.31 0.16 

高专注低活力组 0.05 0.39 0.35 0.21 

高学习投入组 0.09 0.11 0.26 0.54 

T2 到 T3 的转变概率     

低学习投入组 0.32 0.44 0.18 0.06 

中等学习投入组 0.08 0.61 0.25 0.06 

高专注低活力组 0.05 0.30 0.49 0.16 

高学习投入组 0.01 0.17 0.17 0.65 

注: T1 为“双减”政策实施前, T2 为“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 T3

为“双减”政策实施一年后;在“T1 到 T2 的转变概率”和“T2 到 T3

的转变概率”中, 行表示 T1 时的潜在状态, 列表示 T2 时的潜在

状态。 
 

试保持原潜在类别的概率。“低学习投入组”学生

“双减”政策后倾向于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 , 

在“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从 T1 到 T2)和在“双减”

政策实施一年后(从 T2 到 T3), 向“中等学习投入

组”转变的概率分别为 55%和 44%。“中等学习投

入组”学生“双减”政策实施后保持原组的概率较高, 

“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从 T1 到 T2)和在“双减”政

策实施一年后(从 T2 到 T3), 保持在原组的概率分

别为 43%和 61%。对“高专注低活力组”学生而言, 

在“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从 T1 到 T2), 该组学生

倾向于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39%); 在“双减”

政策实施一年后(从 T2 到 T3), 该组学生更倾向于

保持在“高专注低活力组” (49%)。“高学习投入组”

学生“双减”政策后倾向于保持在原组 , 在“双减”

政策实施半年后(从 T1 到 T2)和在“双减”政策实施

一年后(从 T2 到 T3), 保持原组概率分别为 54%和

65%。 

3.5  “双减”背景下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

与同伴关系对小学生学习投入潜在类别转

变的影响 

为探究学习投入潜在类别转变的预测因素, 建 

 

 
 

图 2  T1 ~ T3 学习投入的潜在状态概率和潜在转变概率 

注: T1 为“双减”政策实施前, T2 为“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 T3 为“双减”政策实施一年后; 线上数字表示学习投入类组的转变概率; 

线段粗度与转变概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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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包含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的潜在转变模型, 考

察“双减”背景下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同

伴关系对学生学习投入类别潜变量随时间转变的

影响。将保持原潜在状态的被试作为参照组, 进行

多项 Logistics 回归分析, 得出被试转变到其他组的

发生比(Odds Ratio, OR)。OR > 1 意味着被试发生该

转变的可能性增加 , 反之减少(王碧瑶  等 , 2015), 

结果见表 5。 

以“低学习投入组→低学习投入组”转变类别

为参照时, 从 T1 到 T2,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使“低学

习投入组”学生向“高专注低活力组” (B = 1.97, SE = 

0.77, p = 0.01, OR = 7.16)和“高学习投入组” (B = 

2.08, SE = 0.90, p = 0.02, OR = 8.01)转变的概率增

加。但从 T2 到 T3,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学习投入

转变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 良好的师生关系作用显

现, 良好的师生关系使“低学习投入组”学生向“高

专注低活力组”转变的概率增加(B = 2.43, SE = 1.00, 

p = 0.02, OR = 11.40); 以“中等学习投入组→中等

学习投入组”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从 T1 到 T2, 父母

积极教养方式使“中等学习投入组”学生向“高学习

投入组”转变的概率增加(B = 0.99, SE = 0.50, p = 

0.01, OR = 2.69), 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其向“低学习

投入组”转变的概率减少(B = −0.88, SE = 0.40, p = 

0.03, OR = 0.42)。从 T2 到 T3,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和良好师生关系的积极作用依旧存在, 且良好同伴

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出现, 良好的同伴关系使“中

等学习投入组”学生向“高专注低活力组”转变的概

率增加(B = 0.60, SE = 0.31, p = 0.50, OR = 1.83); 

以“高专注低活力组→高专注低活力组”转变类别

为参照时, 从 T1 到 T2,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使“高专

注低活力组”学生向“低学习投入组” (B = −0.96, SE = 

0.42, p = 0.02, OR = 0.38)和“中等学习投入组” (B = 

−0.62, SE = 0.23, p = 0.01, OR = 0.65)转变的概率减

少, 向“高学习投入组”转变的概率增加(B = 1.29, 

SE = 0.39, p < 0.001, OR = 3.65)。良好的师生关系

使“高专注低活力组”学生向“中等学习投入组”学生

转变的概率减少(B = −0.53, SE = 0.24, p = 0.03, OR = 

0.59)。从 T2 到 T3, 良好师生关系对学习投入转变

的作用不再显著; 以“高学习投入组→高学习投入

组”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从 T1 到 T2, 父母积极教养

方式使“高学习投入组”学生向“低学习投入组” (B = 

−2.93, SE = 0.67, p < 0.001, OR = 0.05)和“中等学习

投入组” (B = −1.59, SE = 0.65, p = 0.02, OR = 0.21)

转变的概率减少。良好的师生关系使“高学习投入

组”学生向“低学习投入组” (B = −2.14, SE = 0.62,  

p < 0.001, OR = 0.12)、“中等学习投入组” (B = −1.63, 

SE = 0.56, p = 0.004, OR = 0.20)和“高专注低活力组” 

(B = −1.12, SE = 0.54, p = 0.04, OR = 0.33)转变的概

率减少。从 T2 到 T3,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和师生关

系对学习投入转变的影响与 T1 到 T2 类似。 

综合来看, “双减”政策前后, 父母积极教养方

式和良好师生关系稳健地影响学生学习投入的转

变, 且良好师生关系对于不同亚型小学生学习投入

转变的预测作用有所差异。同时, “双减”政策后, 良

好同伴关系对“中等学习投入组”学生的学习投入

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 

4  讨论 

4.1  小学生学习投入的潜在类别及特点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索了我国小学生

学习投入的亚组, 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前后小学生

学习投入可分为稳定的 4 个亚组: “低学习投入组”、

“中等学习投入组”、“高专注低活力组”和“高学习投

入组”, 从个体中心的角度说明学习投入具有异质

性, 验证了投入理论(Miller et al., 2021)。“高专注低

活力组”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小学生学习投入提供了

新视角, 这可能和学生的主观学习压力相关。在“双

减”政策实施前 , 受到父母意志的影响 , 部分学生

主观学习压力相对较大, 他们一天内的绝大部分时

间都在学习课程内容或复习所学知识, 在放学后还

会上补习班(张生 等, 2020), 这使学生在学习时被

迫呈现出“专注”状态, 没有过多机会表达和思考自

己对于学习的热情与想法(邓建中 等, 2022)。“双

减”政策后, 虽然考试量减少, 考试频率降低, 但这

类学生的主观学习压力并未降低, 他们延续了“双

减”政策前的学习模式 , 投入大量的学习时间 , 却

仍在学习兴趣等方面有所欠缺。因此, 部分小学生

可能出现“活力”程度较低, 而“专注”程度较高的状

态。但这类学生的潜藏风险往往被忽略, 因为中国

文化下的教育者更注重培养学生专注勤奋等学习

品质和学习美德(Li et al., 2014), 呈现出“专注”状

态的学生往往受到教育者的鼓励, 这将引导学生持

续 保 持 高 专 注 。 然 而 , 根 据 需 求 − 资 源 模 型

(Demands-resources Model), “高专注低活力组”学

生常处于一种“以努力为驱力但精力被过度消耗”

的状态, 这会导致其精疲力竭和心理健康程度下降

(Salmela-Aro & Upadyaya, 2014), 即心理能量无法

稳定支持其专注状态, 进而引发其学习投入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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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 因而该组学生需要教育者投入更多 关注。 

4.2  小学生学习投入类别在“双减”政策前后的

转变情况 

通过对小学生学习投入的潜在转变分析, 本研

究发现“双减”政策前后, “中等学习投入组”和“高学

习投入组”的稳定性较强, 而“低学习投入组”和“高

专注低活力组”稳定性较差。上述结论表明学习投

入具有异质性和动态性, 且政策这一宏系统会对其

发展产生影响, 验证并拓展了学习投入的综合模型

(Wang et al., 2019)。在“双减”政策实施前, 受功利

化价值取向的影响, 分数及排名被大多数教师及家

长所看重, 学生压力增加, 自主性和内在动机受损

(Ryan & Deci, 2020)。而“双减”政策实施后, 科技活

动和兴趣活动的开展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

求(黄一帆, 周福盛, 2022), 学生学业负担减轻及自

主发展空间的提升促使学生的内在动机被触发(宁

本涛, 杨柳, 2022; Ryan & Deci, 2020)。因此“低学

习投入组”学生倾向于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

对于“双减”政策前学习投入水平就相对较高的学

生来说, 其内在学习动机持续、强烈, 更容易保持

稳定的高水平学习投入(Zhen et al., 2020)。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后, “高

专注低活力组”学生更倾向于向“中等学习投入组”

转变, “双减”政策实施一年后, 该组学生保持在“高

专注低活力组”的概率较高。基于教育的有效性理

论(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Theories), Kyriakides

等人(2015)提出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受益

者的能力和准备情况, 政策才可发挥积极作用。“双

减”政策迅速落实后, 小学生作业量减少且难度降

低, 全国范围内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大幅下降, 学生

在短时间内受到了“素质教育”风潮的冲击。然而, 

部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弱, 并未具备充分

利用闲暇时间的能力, 未做好应对“双减”政策的准

备(宁本涛, 杨柳, 2022)。因此, 在“双减”政策实施

初 , 学生处于“探索模式”, 政策对“高专注低活力

组”学生学习投入的积极作用尚无法显现。在“双

减”政策实施一年后 , 环境变化强度相对减弱 , 学

生在适应环境后学习投入水平趋于稳定, 这体现了

学生积极的社会适应过程。 

4.3  “双减”背景下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

和同伴关系对小学生学习投入潜在类别转

变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 “双减”背景下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对学生学习投入产生了积极作用, 这与以往研究的

结论一致(Lan, 2022; Zhou et al., 2019)。同时, 研究

发现, “双减”政策实施前后,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

小学生学习投入亚组转变的影响差异较小, 这是因

为采取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持续稳定地提供学生

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关键支持和环境(Teuber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17), 因此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对大多数学习投入亚型的小学生均有稳健的积极

作用。具体而言, 当学生面临学业挫折时, 采取积

极教养方式的父母总是通过鼓励等方式培养学生

积极的学习情绪(Juvonen et al., 2012), 使学生对学

习充满活力与热情。并且, 积极教养方式水平较高

的父母并非总是对孩子的不良学习纪律进行惩罚

(Wang et al., 2018), 而是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

与策略(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5), 提升学

生的学习专注度。基于此, 强化父母主体责任并引

导其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在“双减”政策下显

得十分必要(边玉芳, 张馨宇, 2022)。 

与以往研究一致, 本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对学生

学习投入产生了积极作用(Zhen et al., 2021)。依恋

理论认为高亲密度、低冲突性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

生获得情绪安全感(Verschueren & Koomen, 2012), 

减少学生负性情绪, 使学生感到被关怀和理解, 进

而 促 进 学 生 在 课 堂 中 的 积 极 情 感 体 验 (Meyer & 

Turner, 2007), 使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环境, 增加其

学习投入(Bergin & Bergin, 2009)。因此, 良好的师

生关系可作为保护性因素降低学生的学业风险, 提

高其学习投入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双减”政策前后师生关系对于

学生学习投入转变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对于“低

学习投入组”组 , 在“双减”政策前 , 父母为了提高

学生的学习成绩, 会让其参加各类课外培训班, 学

生与学校的关联相对较少。“双减”政策对规范校外

培训行为、提升学校课后服务多样化供给的要求使

学校的育人空间得以扩大, 校内课业辅导和教师在

线辅导的开展使学生与教师的联系重新变得紧密

(黄一帆, 周福盛, 2022), “双减”政策后良好师生关

系对“低学习投入组”学生学习投入转变的积极作

用被发现。对于“高专注低活力组”组, 呈现出“专

注”状态的学生会受到教师的鼓励, 因为小学期间

的专注程度较高往往意味着学习成绩较好(Putwain 

et al., 2019), 因而“双减”政策前良好的师生关系对

其学习投入发展发挥出积极作用。“双减”政策后学

生处于“探索模式”, 更关注个性化发展需求能否被

学校课后服务的开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所满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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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 周福盛, 2022), 相较于微环境, 宏环境对学

习投入的转变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师生关系的作用

不再显著。同时, “双减”政策前后良好师生关系对

“中等学习投入组”和“高学习投入组”两个亚组学生

的学习投入转变均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在大

班制的常规教学中, 教师往往只能关注大多数学生

的共性需求(杨现民, 张瑶, 2022), 作为学生占比最

大的亚组, “中等投入组”学生的需求常常被较好满

足; 此外 , 受到教育竞争的影响 , 教师会对“尖子

生”进行重点培养, “高学习投入组”学生受到了教

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邓建中 等, 2022)。“双减”政

策初期, 大班制教学的现状和教育竞争的传统尚无

法改变, 因此良好师生关系对这两个亚组学生学习

投入转变的影响均未发生变化。 

与 Bear 等人(2018)发现的“中国学生学习投入

与同伴关系并无关联”结论不同, 本研究发现了同

伴关系对于小学生学习投入的积极作用, 尤其可以

促进“中等学习投入组”向“高专注低活力组”转变。

这是由于 Bear 等人(2018)采取了变量中心的研究

取向, 同伴关系对其他学习投入组的作用稀释了对

“中等学习投入组”的影响。这说明本研究采取个体

中心的研究取向, 探究同伴关系对不同学习投入亚

组的异质性作用有一定必要。对“中等学习投入组”

的小学生而言, 在“双减”政策前, 以“组间同质、组

内异质”的小组合作学习得以广泛实施, 更高水平

学习投入组学生可以输出准确的高质量知识, “中

等学习投入组”学生因此受益(Law, 2014)。然而, 小

组合作学习具有知识本位倾向, 注重知识和技能的

分享、忽视小组成员间的沟通与交流割裂了知识学

习与人际交往间的关联。“双减”政策后, 功利化教

育取向得以扭转(李广海, 李海龙, 2022), 知识本位

的学习氛围逐渐向学生本位转化, 加之学生在校内

的自主性增加(黄一帆, 周福盛, 2022), 同伴互动愈

发频繁, 学习活动与人际交往间的联系得以打通。

积极的同伴关系会让个体感到安全, 进而促进分享

和交流, 增加个体对学习的活力与热情(Lee & Ha, 

2022)。同时, 良好的同伴关系在课堂中常常转化为

学习投入行为, 如对学习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 这

增 加 了 学 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的 专 注 度 (Lee & Ha, 

2022), 同伴关系对“中等学习投入组”学生学习投

入转变的积极作用被发现。 

综合来看 , “双减”政策一方面提出“学校回归

教育主阵地”, 另一方面要求“明晰家校育人责任 , 

密切家校沟通 , 创新协同方式”, 使学校的教育权

力被重申和扩大, 且对家校协同育人提出了新的要

求(李广海, 李海龙, 2022), 同属学校主体的师生关

系、同伴关系及属于家庭主体的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的不同作用得以体现。该结论验证了生态系统理论, 

即随着宏系统的变化, 微系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

发生了变化(Bronfenbrenner, 1979)。研究发现父母、

教师、同伴等微系统会对个体的学习投入水平产生

集体影响, 且集体影响会在政策实施背景下发生变

化: “双减”政策实施前, 仅有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和

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习投入转变产生了作用, 说明微

系统对个体发展具有差异协同作用; 而“双减”政策

实施后,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对学生学习投入转变均产生了影响, 说明微系统对

个体发展具有累积协同作用。此外, 本研究以个体

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拓展了差异协同作用的应用场

景, 即差异协同作用不仅可以体现为不同微系统对

变量(如, 学习投入)的差异影响, 还可体现为不同

微系统对不同亚组群体的差异影响, 如 “双减”政

策实施后, 虽然整体来看,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

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学习投入的转变发挥了累积

协同作用, 但这一累积协同作用仅体现在“中等学

习投入组”学生中, 这一发现拓展了生态系统理论

(Skinner et al., 2022)。 

4.4  研究局限 

首先, 本研究虽然进行了 3 次纵向调查, 但间

隔时间相对较短, 总调查周期为 13 个月, 且被试量

较少。未来研究可以增加调查周期及被试量, 进一

步探究“双减”政策后小学生学习投入转变结果的

稳健性。其次, 在调查期间“新冠疫情”处于反复期, 

“新冠疫情”对父母教养方式(Tao & Xu, 2020)、师生

关系(Lessard & Puhl, 2021; Tao & Xu, 2020)和同伴

关系(Lessard & Puhl, 2021)均产生了影响。因此, 父

母及学校等环境因素对学生学习投入类别转变的

作用可能受到了“双减”政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加

持, 需要更多证据进行进一步探析。最后, 未来可

以考虑采用与“双减”政策相关的其他因素(如 , 课

业负担、作业完成时间等)和多角度视角探究“双减”

政策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张生 等, 2020)。 

5  结论 

我国小学生学习投入存在“低学习投入组”、

“中等学习投入组”、“高专注低活力组”和“高学习投

入组”四种不同类别。“双减”政策实施后, “中等学习

投入组”和“高学习投入组”稳定性较强, “低学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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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学生更易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 在政策

实施半年后, “高专注低活力组”学生更易向“中等

学习投入组”转变 , 政策实施一年后 , 该组学生保

持在“高专注低活力组”的概率较高。父母积极教养

方式、积极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是学生学习投入

类别转变的促进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父母积极教

养方式和良好师生关系在“双减”政策前后稳健地

影响学习投入的转变, 且良好师生关系对于不同亚

型小学生学习投入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有所差异。

“双减”政策后, 良好同伴关系对“中等学习投入组”

小学生学习投入的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 

数据可用声明 

本篇论文的关联数据(DOI: 10.57760/scienc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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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engagement,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has garnered extensive attention.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and the integrative model of engagement posit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sults in heterogeneous learning engagement development among 

individual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learning engagement heterogeneity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earning engagement remains unclear. Moreover,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s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y predict children’s learning engagement transitions. Thus, 

this study adopts a people-centered research metho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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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recruited participants from three ordinary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Participants at T1 (June 2021,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ere 378 children 

(164 boys; mean age: 9.97 ± 0.91 years old). Participants at T2 (December 2021, six month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were 35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55 boys; mean age: 10.50 ± 0.94 years old). 

Participants at T3 (June 2022, a year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were 34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47 boys; mean age: 10.97 ± 0.91 years old). Students completed the Children’s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at 

T1, T2, and T3), 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at T1 and T2), Student Teacher 

Relationship Scale (at T1 and T2) and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 Scales (at T1 and T2) during the three 

measurement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children’s potential learning engagement subtypes and examine transi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ubtypes across the 

three waves.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s were also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e.,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on the latent 

transitions of different learning engagement subtype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26.0 and Mplus 8.0. The results revealed four distinct subgroup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Low Engaged”, “Moderately Engaged”, “High 

Absorption with Vigorous Disengagement”, and “Highly Engaged” groups. In addition, due to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tudents in the “Moderately Engaged” and “Highly Engaged” groups displayed relative 

stability, while those in the “Highly Disengaged” group tended to transition toward the “Moderately Engaged” 

group. Regarding the “High Absorption with Vigorous Disengagement” group, the findings indicated a higher 

likelihood of transitioning to the “Moderately Engaged” group from T1 to T2; however, from T2 to T3, these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remain in their original subgroup. Moreover, the study identified the varying role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children’s learning engagement subgroups. Specifically,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exhibited robust effects on 

children’s learning engagement transitions.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learning engagement subtype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found that peer 

relationships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transition of children within the “Moderately Engaged” group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of heterogeneity and dynamic changes in learning engagement among 

Chines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hich indicates that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amily-school-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as made initial progress.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engagement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earning engag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